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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
———漢唐治理中樞演變與探索

張國剛

[提　 要] 　 秦漢以降皇權與官僚體制的互動,影響和制約著漢唐治理中樞機構的形成與演變。 漢

魏兩晉,三省職能及其分工機制梯次定型,但還沒有形成整體互洽。 南北朝時期,權臣輔政,霸府機

構走到前台。 每一次重大政治事變和權臣的應對,都促成了輔佐制度的演變。 隋唐三省制度的形

成,是中國歷史上國家治理體制的一種探索,這種探索旨在重構皇帝制度下中樞決策體制中的技術

性約束,但是在開元末期就已經趨於廢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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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早熟。 “中國之治”在郡縣制與科舉制上的成就,舉世矚目。 郡縣制下的皇

權體制,遠遠高效於“封建制”( feudal
 

system)下的西方王權。 廣土眾民的國家,兵刑錢谷(朝廷政

事)、婚田兩競(地方民事)的繁雜事務,都依賴運轉高效而又相互約束的官僚體制。 在中央集權體

制下,從郡縣到鄉里基層的地方制度、從察舉到科舉的官僚選拔制度,都是“中國之治”獨特而成功

的制度遺產。
而在中央層面的中樞體制,從秦漢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則是“中國之治”在中樞與

行政機制的兩項重要探索。 皇帝及其輔政大臣構成了權力的中樞,用“王言”指揮著百司行政。①世

襲皇權支配下的中央集權以及具有近代意義的職業官僚體系,構成了傳統“中國之治”的兩大特

點。 研究中國特色,不能忽視傳統治理中樞體制演變的重大學術課題。②
 

關於包括三省制度在內的政治制度,正史以及有關政書、輯佚書等,都有比較集中的記載。 已

有的研究成果,有些問題達成了共識,也有許多分歧意見。③論述雖多,綜合的討論仍然停留在泛論

上。 總體認識不離宋人王應麟《玉海》的論述:“西漢中書(中尚書)之權重,東漢尚書之權重,魏中

書重尚書漸輕。 政歸尚書,漢事也。 歸中書,魏事也。 元魏時,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
後世相承,並號三省。” ④雖然此話的時間座標大體不差,但是內容並不完全正確,更沒有揭示其演

變機制及其政治動力。 本文試圖擺脫具體細節的分歧和討論,將漢唐間中樞體制的演變看成一個

政治機體本身的自我完善以及伴隨著現實政治實踐而發展的過程,並試圖將這一過程的歷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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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邏輯揭示出來。 不當之處,請方家指正。

一、從尚書到領尚書事

政治制度的中樞是什麼? 中樞是決策者,也可能是決策與行政集於一身的體制。 行使具體事

務的宰相不是中樞。⑤理論上說,決策者與執行者不應該集中於一人,這是皇帝特別需要加以防範

的。 決策與執行不得集中於一人的體制,有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
周朝有卿士,多由姬姓宗卿擔任。 春秋戰國陪臣中的首臣如齊國管仲、正卿如晉國趙盾,秦國

首席執政如范雎、呂不韋,或為異姓客卿,他們構成了秦漢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宰輔體制的前身。⑥

秦統一之後最知名的丞相是李斯。 他最後慘死於內侍宦者趙高的陷害,已經昭示了皇權制度下宰

輔往往鬥不過內寵的歷史宿命。 只是秦祚短促,許多問題並沒有發展成熟,許多環節也沒有展開。
劉邦建國,開國功臣相繼擔任丞相輔政。 “蕭規曹隨”中的蕭何、曹參,是最早的兩位丞相,接

下來王陵、周勃、陳平,也都符合劉邦生前的安排。 即使呂后時期的審食其,也屬於打天下那一代功

臣。 總之,西漢開國前四分之一世紀(前 206~ 前 180),丞相都是打江山的老臣。 短暫的產祿之亂

後,到文帝初年的宰相還是周勃、陳平。 所有這些丞相,在《史記》中都被史家司馬遷列入“世家”
(諸侯)。

《史記》中宰相不列為世家而入列傳,始於灌嬰、張蒼。 卷九十五灌嬰與樊噲等同傳,以純粹武

夫視之,⑦暫且不論。 卷九十六則是記張蒼的《張丞相列傳》,同卷列在他之後的丞相也都稱之為

“傳”,這代表了司馬遷對於西漢丞相制度變化的認識。 宰輔從跟隨高祖打天下的“同事”,其地位

類似於諸侯(世家),後來則變成了職業官僚,他們的職權獨立性要弱於前面(世家)的丞相們。 這

才是司馬遷改“丞相世家”為“丞相列傳”的原因所在。 差別不在於兩者的資格。
其實,張蒼、申屠嘉也都是劉邦時期參加建國的老一代,張蒼長期在蕭何丞相府擔任重要助手

工作,號為“計相”。 張蒼為相,申屠嘉是御史大夫,漢朝人稱為“亞相”。 張蒼為相十五年後免職,
文帝本想用外戚為相,又怕人家說自己有私心,“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

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 ⑧用高帝時老臣為丞相,在文帝時期依然是首要選項,否則就

是選外戚。⑨反映了當時有這樣的政治文化,更反映了漢初的政治觀念,即宰輔職權應該由共同打

天下的老臣分享。 申屠嘉一直幹到景帝初年,景帝時的幾位丞相拘謹侷促,“為丞相備員而已。” ⑩

從高祖、惠帝呂后到文帝,漢朝宰輔之臣與皇帝總體上相處默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皇帝自身

能力強,宰輔就是輔,不存在大權旁落的狀態(儘管劉邦甚至疑忌蕭何);二是宰輔有獨立的權力處

理職權內的事,這是君臣的共識。􀃊􀁉􀁓漢文帝從代國去長安時只是帶了宋昌和張武,即位後,“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 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輔政都是老臣,並沒有動;也沒有形成自己

的內朝。 這不僅是漢文帝劉恆深通政治權術,更是當時的政治文化和生態所使然。 在這裡,宰相幾

乎是全權受託,擔任決策(中樞)和行政雙重責任。
漢景帝時期宰相之所以“備員而已”,一是皇帝身邊有了更被信任的人,比如景帝初年的御史

大夫晁錯;二是皇帝勤政,不願假手他人,即使是太后推薦的人也被拒絕。 皇帝自行決策,不假手三

公宰相。 這種“宰相備員而已”的狀態,在漢武帝時期又有進一步發展。 武帝是更加強勢的皇帝,
皇帝自己掌握大權,而且在向制度構建方向演變。 這個制度就是他需要制度性內廷輔佐。

漢武帝初即位,年紀尚少,丞相衛綰病卒,皇上與大臣商議立丞相、太尉,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

蚡這兩位外戚分別入選。 這是漢文帝曾想用外戚為相而不敢做或不曾做的事情。 外戚為相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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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信任問題。 竇嬰、田蚡很快因為尊崇儒術而被竇太后所惡,被迫下台,先後死去。 田蚡任命諸

多官員,武帝的不滿,溢於言表。􀃊􀁉􀁕他不信任這些外戚。
漢武帝任用的宰相,善終者寡,有人甚至害怕出任宰相。 公孫弘是少數善終者,原因是公孫弘

很善於揣測武帝的心思。 “揣摩”是皇權下執事之臣獲得信任的基本技能。 這樣的政治生態和實

踐,催生了漢朝輔政制度的新變化,這就是中朝尚書走上了權力舞台。􀃊􀁉􀁖雖然還不是在前台,卻因為

代皇帝處理文書而佔據機要之津———自然而然地介入了決策的過程之中。
尚書之官,其來也尚。 漢武帝時期的制度建設,是規範了尚書台的工作流程,並加強了尚書台

的工作分量。
《宋書》卷三十九《百官上》:“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 漢武

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書晚於《宋書》的房玄齡主持編

纂的《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亦云:“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

領尚書事。”隨後列舉了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

事。 雖然張安世、霍光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都是在武帝之後,但是,委任霍光“知樞要”始於武帝

時。􀃊􀁉􀁘尚書處理的工作非常廣泛,絕非一人可以完成。 “左右曹、諸吏平尚書奏事”,當是集體分工作

業,“左右曹、諸吏”也屬於加官,即抽調其他部門的人入朝,以“左右曹、諸吏”的名義處理業務,工
作範圍有所分工,這就是“分平尚書奏事”。 但是,眾人劃分職責,亦當有人(比如霍光) “知樞要”
以領其事。 只因武帝強勢,霍光不能也不敢獨專大政。 可是,如果霍光不是有過“知樞要”的熟練

經驗,武帝斷然不敢把首席託孤之任交給他。 總之,平尚書奏事是一項很具體的政務工作,領尚書

事或者錄尚書事則是其中的“知樞要者”。
本文討論的不是尚書侵奪三公職權。 三公入“列傳”而不入“世家”之後就逐漸失卻了決策權。

決策權歸於皇帝(從漢景帝到漢武帝)之後,尚書怎樣承接著決策之任? 這種承接,是在漢武帝時

期的制度建設基礎上完成的。 漢武帝時期的制度建設,除了在中央加強尚書台的地位之外,在地方

上設置了十三部州刺史,以六條巡視地方行政。 元封五年(前 106 年),“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

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

這是郡國並行制向全面郡縣制轉變過程中必要的輔助制度,這一制度建立後,經唐宋元探索,一直

延續到明清的巡按體制。􀃊􀁉􀁚這就與同時期羅馬國家(共和國和帝國時期)基本自治的地方制度“總督

制”完全不同。 中央直接任命、監察地方各級官僚,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特點,當然也就加重

了“領尚書事”的權任和職責。􀃊􀁉􀁛

在秉要執本的中央集權制度下,十三州刺史“奉詔六條察州”,其內容是:“一條,強宗豪右,田
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懲治地方豪強,樹立政府權威。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
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懲治地方長吏貪腐,維護賦役公平。 “三條,二千石不

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
懲處不法長吏,維護司法公正。 “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懲處地方長吏,在
察舉選人上的不公平。 “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打擊官宦子弟不法行為。 “六條,
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 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懲處地方長吏與當地豪強狼狽為奸。􀃊􀁊􀁒

這六條所展示的不僅是對於地方秩序的監管,也突顯出中央處理事務的繁雜。 因為對於二千

石級別官員的監管,一定是皇帝親自過問的。 皇帝無法全部處理,於是就有尚書奏報,提出初步意

見,尚書台人員,包括令、僕射、丞等,組織結構完備。 尚書奏報,由誰來評定? 不是丞相,而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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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諸吏。 左右曹、諸吏代替皇帝處理尚書奏報,最後由領尚書事總其成。 可見其權任的重要性一

開始就在丞相之上,因為尚書台才是為政之源(決策中樞)。
尚書本來是給皇帝辦事,現在尚書在給霍光辦事,因為昭帝年少不能主政。 但是,不能主政的

不僅僅是因為年少,還因為權臣干政。 比如,宣帝即位時 19 歲,完全可以執政。 但是,依然是霍光

領尚書事。 臣下的奏章被書寫成兩份,一份給皇上,另一份給領尚書事霍光。 前者是形式上的上奏

文本,後者才是實際要處理的文本。 宣帝以後的西漢皇帝都比較闇弱,因此“知樞要”者領尚書事,
雖然未必擅權,卻是真正的宰輔權臣。 於是,“領尚書事”就成了宰輔必帶的頭銜。 我們不應該拘

泥於制度規定上“三公”是不是宰相。 “宰相”本來就不是頭銜,而只是指權任。 既然三公的權任不

是宰輔之職,當然就不是宰相,否則,不僅不符合名實,也完全脫離了實際政治運作。
西漢的領尚書事制度並不鞏固,只是因人授任。 宣帝掌握全部權力之後,皇權得到加強,就不

需要領尚書事(中樞決策由皇帝親掌)。 即使有之,也無法獨斷。 猶如漢武帝時,即使霍光“知樞

要”,也無法專斷。 漢元帝喜用儒士,卻是中書宦官掌權,這就是所謂寵臣。􀃊􀁊􀁓元帝、成帝、哀帝、平帝

時代,都是權宦、寵臣當政,直到王莽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權。 從霍光到王莽,其實都是以外戚的身份

主政,大司馬大將軍才是首輔,至於三公者流,具員而已。􀃊􀁊􀁔

二、外戚與三公同領錄尚書事

東漢的尚書台機構更加完備。 它雖然仍屬於少府寺之下,但在該寺下轄的十幾個長官稱“令”
的二級機構中,唯有尚書令品秩千石,其餘令均為六百石。 光武帝、明帝都顯著加重了尚書台的工

作職責,摒棄了“領尚書事”這樣的輔臣的位置,使得尚書台的工作性質回到了霍光之前的狀態,即
為皇帝服務,不再為權臣服務。 皇帝本人親總吏職,尚書台是其辦事機構,皇帝相當於“兼領尚書

事”,自為決策中樞。 東漢末年的仲長統《法誡篇》是這樣說的: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註:數代謂元、成、哀、平;強臣謂王莽)矯枉

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這裡的台閣就是指尚書台。 從《後漢書》志二十六《職官三》到《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的敘

事中,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事實:丞相府、三公府的記載非常簡略,而尚書令及其以下機構越來越龐

大、治事越來越具體。 從漢成帝分尚書為四曹,到東漢光武帝分為六曹,增置吏員,尚書台置令、僕
射各一人,下設尚書六人,分管六曹事務,合稱“八座”。 有三十六郎即三十六個部門分工蒞職,尚
書台的機構逐漸完善。 至於三公,名義上很尊崇,卻無實權,事歸台閣,三公備員。 勤政強勢的皇

帝,自任中樞,不願意有一位權力很大的宰輔,與自己分權。
章帝即位時十八歲,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尚書有錄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

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 􀃊􀁊􀁖身為三公的趙憙、牟融,在章帝即位時擔任“錄尚書事”,這樣就

開啟了一個新的制度,即三公“錄尚書事”,而不是像西漢那樣,大司馬大將軍(中朝官)錄尚書事。
這一變化的意義有二,第一是三公自身的職權繼續萎縮,因為只有加了“錄尚書事”之後,才能有執

政之權(其實這在西漢末年已經有端倪)。 第二是尚書台工作的外朝化傾向,過去大司馬大將軍如

霍光等是在內朝處理尚書奏報,現在尚書奏報交由三公處理,主要是因為皇權本身的衰落或異化。
如果是三公兼尚書令的情況,尚書令的品秩就升為二千石。 這就更顯示了尚書台向行政官轉化的

趨向。
漢章帝駕崩之後,和帝幼年即位,開啟了東漢一朝皇帝皆童稚登基的先河,也開啟了錄尚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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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戚、三公兼任的時代。 “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太傅號上公),在三公上,
漢制遂以為常。 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塚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 自魏晉以後,亦公卿

權重者為之。”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把章帝時候的做法制度化、傳統化,幼君在位,概由

三公或者上公(太傅)錄尚書事。 中樞由眾人兼任,也是一種分權和制約的形式。
關於東漢時期尚書台的重要職能,順帝陽嘉二年(133)李固應舉對策云: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 斗斟酌元氣,
運平四時。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 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 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
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 夫表曲者

景必邪。 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 《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不言而明,李固的對策,顯示出尚書台處於禁中決策的核心地位。 “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

下喉舌”。 這就是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的另一種說法。 在唐朝,前者是中書門下,出納王命;
後者是尚書省,賦政四海。 所謂錄尚書事,“公卿權重者為之”,就是說,公卿加上“錄尚書事”或者

平尚書奏報,才是真宰相(具有決策權而不是行政權的宰相,謂之真宰相)。 這一點由制度所規定,
而不再是隨機性地出於皇帝的個人恩寵。

如此一來,東漢的錄尚書事就不會像西漢霍光領尚書事那樣由一人獨任,而是數人同時擔任,
也包括外戚在內。 在內朝,是太后與父兄(加錄尚書事)專權,竇憲、鄧騭、梁冀等皆以大將軍府掌

控朝政。 他們才是首輔大臣。 茲以梁冀為例說明之。
建康元年(144)八月,漢順帝死,沖帝以襁褓即位,梁太后臨朝聽政,詔梁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

參錄尚書事。 “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太后讓娘家哥哥梁冀錄尚書事,《後漢書》所記這件大

事,在《資治通鑒》卷五十二沒有提。 大約司馬光經過考證,認為梁冀“辭不肯當”是真有其事。􀃊􀁊􀁚但是,
梁冀的大將軍府無疑依然是權力中心。 東漢時代,大將軍與三公合作的模式更多被採用。 外朝三公

錄尚書事處理日常政務,內朝大將軍才是決策者(通過太后垂簾模式)。
梁冀倒台後,出現了宦官擅權的時代。 梁冀之前宦官與外戚的對立,只有安帝死後閻氏家族被

十九位宦官所驅除那一段,宦官雖然被封侯,卻並未到專政的程度。 宦官與外戚在分割內廷決策權

時的嚴重對立,發生在梁冀被除之後的桓靈時期。 桓帝死後,外戚先是竇武,後是何進,宦官則是以

張讓、段珪等為代表的十常侍。
漢靈帝為竇太后所提攜,即位之後自然是竇家外戚掌權,故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以前

太尉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陳蕃是當年支持竇妙為桓帝皇后的功臣,胡廣

是五朝元老,此三人分別以大將軍、三公或太傅(上公)參錄尚書事,就外戚主政而言,比梁冀要進

了一步。 只是這一情況非常短暫,“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竇武輔

政不過半年多時間,就被宦官所殺。 何進是東漢最後一個掌權的外戚,他以大將軍與三公袁隗同錄

尚書事輔政。
歸納起來說,東漢時代的尚書台是這樣一個機構:權力廣泛,但是,它上面需要一個主管者,早

期有皇帝親自主持(前三位皇帝光武帝、明帝和章帝),嗣後外戚與三公兼領之,稱為“錄尚書事”。
這個主管者才是宰輔角色,往往由外戚以大將軍之職務兼領,還有幾位三公同領。 這適應了東漢皇

權較弱、外戚專權的政治生態,而尚書台本身,仍然處於辦事機構的位置上,體制上歸屬於少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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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改變。 從霍光到何進,漢代內朝決策,經歷了從個人(霍光)領尚書事到數人(外戚大將軍與三

公)參錄尚書事的變化。 數人“參錄尚書事”體現了從制度上制約權臣、防範獨斷的意志,雖然這種

制約的效果很微弱。

三、從權臣的秘書到朝廷的中書

轉折發生在曹操時期。
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以鎮東將軍、費亭侯的身份迎天子都許,從此挾天子令諸侯。 於是,

“天子假太祖以節鉞,錄尚書事”。 九月,加曹操大將軍,封武平侯。 三公司徒淳于嘉、太尉楊彪、司
空張喜皆罷。 十月,以袁紹為太尉。 袁紹忿而拒絕,“恥班在公下,不肯受。 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

紹。 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

曹操先只是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掌控首都;旋加大將軍,掌控朝政。 進而袁紹覺得太尉低於大

將軍,不願意接受,曹操為了妥協,以袁紹為大將軍,自任司空、行車騎將軍。 也就是說曹操從大將

軍、錄尚書事,變成了以“三公”之一的司空錄尚書事。 顯然,袁紹的那個大將軍,不在朝廷,也就不

起作用了。􀃊􀁋􀁔這已經就迥異於東漢末的決策結構了。 在曹操錄尚書事的時候,並沒有其他人與其

“參錄”,因為這時候是心腹荀彧擔任“尚書令”。 曹操對外征戰,錄尚書事不可能在京城蒞職,荀彧

的尚書令擔負重要職掌。 但是,真正的變化發生在曹操做丞相之後。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這看似是要回到西漢前期的制度(丞

相與亞相),其實只是為隨後以曹操為丞相做鋪墊。 《後漢書·獻帝紀》作“曹操自為丞相”。 於是,
所謂“錄尚書事”之類的頭銜已經沒有意義。 現在的曹操已經是西漢開國初年的丞相身份了。 曹

操的班底:
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

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法曹議令史。 毓,植之子也。 琰、玠並典

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拔敦實,斥華偽,進
沖遜,抑阿黨。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 操聞之,嘆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曹操的慨嘆是有道理的。 這些人實際上成了東漢朝廷的執政班子。 漢獻帝那邊的設官已經沒

有實際意義。 曹操在丞相府要解決原本朝廷裡“平尚書奏報”的問題。 但是,丞相府不可能設立

“尚書台”。 曹操不會把僭越的事做在明面上。
那麼,平尚書奏報的工作如何開展呢? 曹操在丞相府設置了一個秘書台,由孫資、劉放負責對

接尚書台的工作,孫資本來就是尚書令荀彧欣賞和推薦的人才。 於是,雙方的對接十分暢通而愉

快。 朝廷的尚書台(儘管也只是名義上為朝廷建制)的工作要與丞相府秘書班子合作,秘書儼然尚

書的“上司”,這樣曹操就從“錄尚書事”的負擔中解脫出來,而尚書省就擔負起了“賦政四海”的

職任。
經過幾年丞相體制,曹操建立了魏國,從魏公到魏王,丞相體制也有所變化。
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進爵魏王。 而在此前三年,即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封

曹操為魏公,以冀州所屬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為魏國。 魏

國的建立,是取代漢朝的一個過渡。 荀彧於此持反對態度,在曹操封國稱公前一年,蹊蹺而死。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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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一個重大政治事件,勢必對中樞體制產生重要影響。 具體說來,至少有兩點不可忽視。
第一,是孫資、劉放被任命為魏國的秘書郎,不再是丞相府的秘書郎。 魏之秘書令典尚書奏事,

即中書之任也,亦兼掌圖書秘記之事。 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十月即位,“分秘書立中書,中書自置

令,典尚書奏事。” 􀃊􀁋􀁖在曹丕建國時改秘書為中書,置中書監、令。 “典尚書奏事”。 過去是某權臣領

尚書奏報或者錄尚書事,現在是一個常設的機構“中書”來負責對接尚書奏報,尚書台工作的外朝

化,至此徹底完成。
第二,在魏國建國當年的十一月,設置魏國官屬,“初置尚書、侍中、六卿。”裴注引《魏氏春秋》

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

侍中。 鍾繇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為御史中丞。” 􀃊􀁋􀁗

當初,漢尚書台以荀彧為尚書令,彧死,以華歆為尚書令。􀃊􀁋􀁘魏國尚書台則以荀攸為尚書令。 按

理推測,魏國成立了尚書台,漢朝尚書台當屬於名存實亡狀態。􀃊􀁋􀁙改朝換代已經在制度上預備對接

了。 由於秘書郎的設立,職責是“典尚書奏報”,魏國的尚書台地位也沿著東漢末年桓靈時代的趨

勢而外朝化,繼續疏離於決策中心。 荀攸於次年七月在隨曹操出征孫權時死於軍中。 其他幾位尚

書,如毛玠、崔琰不久都死於非命,而且曹操毫不假借。 鍾繇、華歆、王朗等人,資格很老,願意與魏

合作,借重其名於魏國,可以使得魏國政權獲得漢朝老臣支持的象徵。
伴隨著以上中樞機關的制度性權力轉移,是魏國建國之初發生的幾件重大政治事件。 一是曹

操處死伏皇后,將自己的三個女兒(最小的尚留在家裡等待長大成人)嫁給獻帝,後來中女被立為

皇后。 二是曹操從此不再入宮與獻帝周旋。􀃊􀁋􀁚獻帝徹底虛君化,整個政事都在魏國體制下運行。
尚書台既然“賦政四海”,就必然陷入具體行政工作中,而決策之任,就落在了秘書上。 在曹操

的魏國就是如此,尚書台成為完整的行政運行中心,機密之任轉由秘書取而代之。
曹丕即位魏王,劉放、孫資繼續任職秘書,任左右丞。 數月,劉放徙為秘書令。 曹丕稱帝,“改

秘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 􀃊􀁋􀁛“遂掌機密”
這幾個字乾淨俐落,結束了中書徹底奪取過去尚書掌管機密的過程。 黃初三年(222),劉放進爵魏

壽亭侯,孫資封關內侯。 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中書成

立的過程伴隨著任職位階的提升,二者同步進行。 《宋書·百官下》記錄了從秘書到中書的轉變過

程:“魏武帝為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 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
次黃門郎。” 􀃊􀁌􀁒秘書令或者中書監令的職責是“典尚書奏事”,就是以機構“上司”取代個人平尚書奏

報或者數人參錄尚書事之意。 這是對於兩漢制度的進步。
總之,從曹操到曹睿,劉放、孫資以秘書郎進而中書監、中書令的身份典尚書奏報。 這是對漢武

帝之後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東漢時代三公與大將軍(外戚)共同錄尚書事制度的重大演進,用
機構對接尚書司局,代替了大臣個人或數人錄尚書奏報的機制。 這是中樞制度(決策機制而非行

政分工)的重大探索。 《隋書·百官志上》記陳朝官制就記錄了這種機制:“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
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 書吏不足,並取助書。 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

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朝的尚書郎有二十一員,故作為“上司”的中書

“分掌二十一局”。 我們要從“中國之治”探索皇權體制下的中樞制約機制來理解這一重大變化。
這就是決策權與行政執行權的徹底分離,分別由尚書與中書擔任,執行機構愈益細化,決策機構

(機要之司)愈益規範並加以整體約束。
對於中書省這種機要之司的出現,傾奪了大臣掌機要的權力,蔣濟提出了反對意見。 蔣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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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曰: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 陛下卓

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

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 今

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 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

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 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
此眾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 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

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 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 此宜聖智所當早

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 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 臣竊亮陛下潛

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

武、文之跡,豈近習而已哉! 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 三官任一臣,非
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 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
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蔣濟看出了中書決策機制排擠了大臣參與決策的權力。 其實,這正是制度變革的方向,至少是

西漢武帝以來朝廷最高權力結構變革的方向。 皇帝更願意與近臣議決朝政,不願意交給朝廷大臣。
蔣濟反對“左右太親”,這個所謂左右其實就是“中書”,他反對皇帝與中書決策,要求與大臣分享決

策,矛頭指向了皇帝的獨斷決策之權。 明帝自然不予採納。
由於劉放、孫資等中書監、令作為內臣,其權力是寄附於皇帝權力的。 如果皇帝失權無能,則中

書並不重要,重要的依然是尚書台。 如曹芳幼年即位,曹爽與司馬懿並錄尚書事。 曹爽要排擠司馬

懿,就是讓他去當上公“太傅”,而去掉其平尚書奏報的權力。 也就是說,權臣掌權,就是剝奪了皇

帝與中書議政決策權,自己取而代之。 以大將軍錄尚書事行使職權,又回到了曹操以前的時代。 誠

如胡三省評司馬懿死時立即加司馬師為錄尚書事的時候所說的那樣:大將軍之類都是依從“公”的

頭銜,“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 􀃊􀁌􀁕權臣主政條件下,中書的決策流於形式化,停留在了草擬詔

敕的職業層面。
魏明帝強勢統治下,蔣濟提出要管束中書決策的權力,這一要求有其合理性。 特別是在皇權弱

勢的時候,中書決策權力需要監管。 這一目標是通過門下侍中來解決的。 從尚書省到中書省經歷

了數百年,從中書省到門下省的出現僅僅數十年而已。 因為用門下省來平衡中書省的權力是一種

內在要求,甚至可以說是不期然地回應了蔣濟的憂慮。
西漢的侍中是加官,可以入禁省侍奉皇帝。 魏晉時代的侍中有了專職與兼職加官的區別。

《晉書》卷四十《賈充傳》:“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 尋改常侍為侍中,賜絹七百

匹。 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 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 充為政,
務農節用,並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 ……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
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

這裡的“充為政,務農節用,並官省職”。 就是指賈充擔任尚書令的角色。 賈充求解除車騎將

軍,“文武異容”,晉武帝沒有同意,因為車騎將軍在歷史上是一種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的重要

身份,涉及到班次位置。􀃊􀁌􀁖尚書令執掌朝廷政事,決策權在晉武帝自己手中。 這樣在武帝身邊的中

書令、侍中就有參與皇帝決策的便利:“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指不滿賈充

專權)。”在他們的建議之下,武帝派賈充出鎮關中,下詔稱:“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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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 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

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 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賈充

很不願意外派,大家都認為是侍中任愷在排擠他。 其實賈充一直帶有侍中銜。 這時候,侍中已經有

兩種功能,兼職的侍中,表明一種身份,可以入宮侍從皇帝,這是漢制的遺存;專職的侍中則是皇帝

身邊的謀臣,參與決策,有中樞之任。
《晉書·職官志》記“侍中”:“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賈充屬於“別加官者”,而任

愷則屬於專職的四員之一,專職侍中,“掌儐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
不帶劍,餘皆騎從。 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 及江

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

《宋書·百官上》也記:“侍中,四人。 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 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

陪乘。 殿內門下眾事皆掌之。” 􀃊􀁌􀁙比較一下《晉書·職官志》、《宋書·百官志上》對於侍中及其職能

的記述,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從晉到宋,侍中作為皇帝侍從之臣的一貫性未變,但是《宋志》的“掌奏

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以及“殿內門下眾事皆掌之”,相比於《晉志》的“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
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其職權毫無疑問是更清晰具體,也更切要了。

至此,我們發現,漢魏以來,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侍中)已經次第出現。 只是其間的中樞決

策與行政協調功能還沒充分展現,卻因為南北朝霸府體制而中斷。

四、南北朝以來的變化

什麼是霸府? 霸府指依賴軍事實力掌控政局的軍閥,簡言之,就是禪讓前的丞相府。 南朝霸府

更迭頻仍,中樞決策關係混亂。 尚書台的工作愈益複雜具體,但錄尚書事的權任卻因時而異,有時

竟然無足輕重。
曹魏明帝死後,太子曹芳即位,年僅八歲。 朝廷“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

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胡三省註曰:“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 又上

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 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
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 自此迄於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
胡三省這句話有一定的意義,因為他突出強調了“錄尚書事”專內政大權的職位。 但是,也不完全

確切,就是魏晉至於六朝,在霸府條件下,“錄尚書事”就沒有那麼重要。
茲舉一例。 東晉義熙元年(405)三月,桓玄之亂後,晉帝返回建康,劉裕加錄尚書事。 劉裕力

辭,“屢請歸藩”京口。 天子甚至親自到劉裕家中敦請,最終劉裕歸藩獲准。􀃊􀁌􀁛這一番表演表明,劉裕

不願意在朝政以“錄尚書事”輔政,與天子周旋的事,委任他人即可。 這一點與曹操相同。 “(義熙)
四年(408)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徐兗二州刺史如

故。 表解兗州。” 􀃊􀁍􀁒劉裕的權威並不是來自帶“錄尚書事”的頭銜,而是因為他掌握了兵權的霸府。
終安帝朝,劉裕的權威都來自軍權。 南北朝的霸府軍隊龐大,軍權不外借,就大都不會建在都城。

劉裕稱帝,有徐羨之、謝晦、傅亮等佐命大臣。 徐羨之司徒、錄尚書事,當宰輔之任。 此後宋孝

武帝劉駿(廟號世祖)時,“不欲威權外假,省錄。 大明末復置。 此後或置或省。” 《宋書》卷三十九

《百官上》有一大段關於尚書省官員的介紹。􀃊􀁍􀁓這是《後漢書·志二十六·百官三》 “尚書六人,四百

石”之後,最系統的關於尚書機構的詳盡文字,十分珍貴。 其中有一段:
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六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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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二十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 若導總錄,荀、陸分

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 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掌六條事,又是止有十二條也。 十二

條者,不知悉何條。 晉江右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 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
則亦不知皆何事也。 後何充解錄,又參關尚書。 錄尚書職無不總。
《志》的作者對一些細節問題提出了疑問。 但是,大體可以看出,若設置“錄尚書事”,通常是幾

個人分別掌握。 所謂“錄”若干條,當即分工管幾個方面的對口工作。 這樣的做法就叫做“共掌機

密”、“分日帖敕”。 南朝與兩晉不同的是,兩晉時期以錄尚書事為名,另有王導、庾亮這樣的總其事

的“首錄”或“首席”把關。
劉宋末蕭道成掌權,也不曾加錄尚書事。 泰豫元年(472)宋明帝崩駕時,“遺詔為右衛將軍,領

衛尉,加兵五百人。 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共掌機事。” 􀃊􀁍􀁔劉休範之亂後,劉勔死事,改
以宗室劉秉參政,與袁粲、褚淵、蕭道成並號“四貴”。 劉秉後升任中書令,宋順帝(477 ~ 479 在位)
時更升為尚書令、中領軍,但是被權臣蕭道成架空。􀃊􀁍􀁕蕭道成篡位前夕,還是加了“錄尚書事”的頭

銜,《本紀》云:
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 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

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 太祖次讓袁粲,粲又不受。 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

順帝。 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 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

五十人入殿。 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

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絡車,班劍三十人。 太祖固辭上台,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 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 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

二州。􀃊􀁍􀁖

這裡的“固辭上台”,就是固辭錄尚書事的名頭。 因為,錄尚書事這個名頭已經沒有實際意義,
有的只是一大堆瑣碎而具體的職事。 “四貴”的“共掌機事”,並不是尚書的事,而是中書的事。 蕭

道成的權力來自其掌握的兵權。
齊明帝蕭鸞篡位前夕的職官有錄尚書事,更有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

州牧,增班劍為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戶,持節、侍中、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 􀃊􀁍􀁗從這

裡可以看出錄尚書令與中書監的重要性,但是,它們都不是權臣得以掌權篡位的原因,只是習慣性

地將一大堆頭銜疊床架屋在權臣頭上而已。 這些頭銜是權臣專政的結果,而不是依憑。
同理,南齊末年,蕭衍受到猜忌,並不是因為他掌控了尚書或中書。 齊明帝蕭鸞永泰元年

(498)七月,蕭衍獲“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

刺史”,實際駐節襄陽,不在建康。 明帝於當月崩駕,東昏侯即位,由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六人,“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這種安

排與蕭道成在劉宋末“共掌機事”相類。 蕭衍當即說這是“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詩》云:‘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 􀃊􀁍􀁘而齊帝東昏侯這樣安排的目的自然是分散權力。
總之,南朝政權更迭頻繁,權臣的霸府即軍府是其掌權的最重要憑藉;其他的職官都是工具性

的,猶如統領尚書台的錄尚書事只是其掌權的抓手和工具而已,是果而不是因。 對口處理尚書台工

作的中書省就更顯重要,權臣必須掌握在手。 尚書台的執掌體系愈益詳盡,其工作流程愈益規範具

體。􀃊􀁍􀁙這也顯示出其施政而非決策機關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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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國北朝胡族政權,其職官制度在早期帶有胡漢二元特徵。 《魏書·官氏志》云:“昭成之即

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 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 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

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 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

應選。 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 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

‘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 時帝弟孤監北部,子實君監南

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這是典型的“一國兩制”,􀃊􀁍􀁚即胡制與晉制的混合。
北魏統一之後的拓跋燾時代,尚書省的職權得到張揚,具體內容是設置了一些新的曹司,如右

民、儀曹、祠部、庫部、虞曹、太倉、金部七曹,為隋唐時代的六部二十四司機構提供了最早的職名。
北魏後期即孝文帝遷都之後的官制,完全摒棄了鮮卑部落制的遺存。 南齊逃來的王肅成為北魏官

制改革的指導者,客觀上使得南北朝的職官制度有了一次統一的機會。􀃊􀁍􀁛尚書省的事權分工越來越

具體了。􀃊􀁎􀁒

北魏門下侍中的權力足夠重要。 北魏孝武帝元修(510~535)時期,高歡霸府在晉陽,首都在洛

陽(後遷鄴),高乾以司徒、侍中參與朝政。 “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 先是信都草

創,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 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 詔聽解侍中,司
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 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 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怏怏。”
不帶侍中,高乾便不得預知朝廷政事,決策大權不再被“關知”。 後來高乾密請高歡受禪,“高祖以

袖掩其口曰:‘勿妄言。 今啟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啟,詔書竟不施行。” 􀃊􀁎􀁓高

歡許諾奏請恢復侍中職位,但是,因為孝武帝已經與高乾有了隔閡,故沒有立即下詔。 最後高乾竟

然因為夾在皇帝與霸主高歡之間難以獨善,死於非命。􀃊􀁎􀁔此事尤其可以看出,侍中確實處在決策程

序中的關鍵位置,但是,手握兵柄才是霸主專權的憑籍,侍中只是霸府的代理人罷了。 顯然,高乾對

這個角色沒有把握好。
至於東魏北齊的尚書省制度,《隋書·百官志中》云:

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 又有錄尚書一人,
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 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僕射職為執法,置
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 左糾彈,而右不糾彈。 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

省。 其屬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

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並彈糾見事。 又主管轄台中,有違失者,兼糾駁

之)、右丞各一人(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十一

曹。 亦管轄台中,又主凡諸用度雜物、脂、燈、筆、墨、幃帳。 唯不彈糾,餘悉與左同),並都

令史八人,共掌其事。 其六尚書,分統列曹。􀃊􀁎􀁕

這裡的尚書省組織較前代更為齊備,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六省的建立,即尚書、門下、中書、秘
書、集書、中侍中等六省。 此外還有三台和九寺,隋唐職官制度的規模已經大體具備了。

北朝官制的另外一個變數來自西魏、北周的“周官”體系。 宇文泰模仿《周官》建立的這套職官

體制,在《隋書·百官志中》(記西魏北周之制)的相關記載裡語焉不詳,於是,王仲犖先生的《北周

六典》做了重建。􀃊􀁎􀁖由於這套官制改革是在宇文泰去世前幾個月推出的,所以“初行《周禮》,建六

官”是在北周才予實行。 當時的人事安排是:以宇文泰為太師、天官大塚宰,命柱國李弼為太傅、地
官大司徒,趙貴為太保、春官大宗伯,獨孤信為夏官大司馬,于謹為秋官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冬官大

司空。􀃊􀁎􀁗這裡的六卿就是八柱國中的人物,因為李虎和元欣此前已死,故不在其中。 這只是一種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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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藍圖,宇文泰在西魏的執政,還是依靠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這個身份。 大丞相府是決策的權力

中心,所謂“眾務猶歸台閣”(尚書省)。 新的周官制度,則把權力集中在了天官大塚宰府。
那麼這個新的六官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呢?
當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嗣子宇文覺繼任為太師、大塚宰,兩個月後,魏帝禪位。 次年正月,宇文

覺正式即“天王”位。 此時的“六官”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為太師,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為太傅、
大塚宰,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改任太保、大宗伯,柱國、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
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並柱

國。􀃊􀁎􀁘隨後又封太師李弼為趙國公(地官大司徒),太傅趙貴為楚國公(天官大塚宰),太保獨孤信為

衛國公(春官大宗伯),秋官大司寇于謹為燕國公,冬官大司空侯莫陳崇為梁國公,夏官大司馬、中
山公宇文護為晉國公,邑各萬戶。

按照這樣的安排,天官的地位就排在了地官之下。 這其實是以李弼的排序來壓趙貴,而李弼排

名靠前,卻又不居六官中的天官之位。 此外,宇文護直接擔任夏官大司馬,統領兵權。 將獨孤信的

兵權拿掉,表面上升格為春官大宗伯,明升職位,暗奪實權。 這種政治鬥爭是推動職官變化的常見

原因。
那麼趙貴擔任天官大塚宰還是“首臣(首相)”之位嗎? 還能有宇文泰擔任天官大塚宰時的權

力嗎? 顯然沒有。 因此,趙貴才覺得自己受到了排擠,權位名不副實,與同樣被剝奪兵權的獨孤信

私下不滿,被人告發。 當年(557 年)二月丁亥,楚國公大塚宰趙貴以謀反罪被誅。 獨孤信的職務也

隨即被免,尋賜死。 宇文護接任大塚宰,“六官”制度在宇文護時代才真正落實運行。
現在宇文護為“大塚宰”,就掌握了權力的核心,這也是他在北周專權的制度保障。 周武帝隱

忍十幾年後,除掉了宇文護,開始削弱大塚宰的權力。
天官府以及其長官大塚宰在北周政制中有什麼權力呢?
這就要從《周禮》這部書的制度設計講起。 《周禮》又稱《周官》,實際是西漢儒生編纂的一部

經典,並不是周朝實際施行的政治制度。 根據《周禮》的設計,天子建國,“乃立天官塚宰,使帥其屬

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賈公彥疏引鄭司農(即東漢鄭眾)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 故《大宰

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六官皆總屬於塚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塚宰’,言塚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

賈公彥疏又引鄭玄註釋“天官塚宰”云:“象天所立之官。 塚,大也。 宰者,官也。 天者統理萬

物,天子立塚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眾官,使不失職。 不言司者,大宰總御眾官,不主一官之

事也。” 􀃊􀁎􀁚

總之,根據上面的引文,可知天官府在《周禮》職官體系中,其位置相當於“台閣”,比之於後世

制度,相當於宰相府兼吏部之職。 至於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五府,就職任而言,大體相當於

後世的戶(民)、禮、兵、刑、工五部。 天官府與其他五官的關係,不是並列關係,而是上下統領關係。
那麼,宇文泰為什麼要設計這麼一個“六官”制度呢? 這一點頗類似於當年實行府兵制八柱國

制度,名義上宇文泰與諸將等夷,實際上則是自己掌控全域。 那是軍事體制。 在政治體制也要設計

一個類似的制度,即六官看起來是平行的,實際上“天官大塚宰”居於領袖群倫的地位。 臨終之前,
他把家事交給了宇文護這個侄子,希望他利用六官制度擺平那些老軍頭。 宇文護通過上述架空與

驅除趙貴等手腕,達到了目的。
現在的問題是,西魏北周的“六官”體制,究竟是如何與前述漢魏以來逐漸形成的三省體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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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從而為隋唐制度轉圜提供契機的呢?
在六官制度下,漢魏以來形成的三省體制,完全被置於天官大塚宰府之下。 夏官府大司馬兼管

吏部人事(適應彼時軍政合一的需要)。 內史(中書)在春官府,掌管禮儀性的大詔令。 過去的太府

等府庫也設置在天官府,而將徵稅部門設置在地官府。 金部和太府同在天官(支錢物),司農與倉

部同在地官(收錢物)。
北周武帝除掉宇文護之後,大塚宰府的權力被弱化,性質也就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主要的變化

是內史、御正、御伯(納言)直接成為皇帝的顧問諮詢機構,權力上升,沿著中書、門下的方向發展。
當然機制調整的過程是逐步完成的。 早在周明帝末年,宇文邕擔任御正,就已經是顧問決策的角

色:“武成元年(559),入為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 甚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

參議。 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 􀃊􀁎􀁛明帝是把宇文邕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讓其擔任御

正的職官,可見這一職務的重要性。
至於北周六官中的地、春、夏、秋、冬五官,則與九卿的具體事務混合在一起;相當於把漢魏以來

發展起來的尚書曹司事務與九卿職事重新整合。 例如,“以籍帳之法,贊計人民之眾寡”的民部,成
為了地官府的頭司。 北魏北齊民部分為左右民二曹,在新體制下,左右民部合一了。 這種做法適應

了西魏大統十三年(547)的一項記帳制度改革,就是將戶籍、田籍和賦稅合二為一帳。􀃊􀁏􀁒

太府和司農二卿的分工早已形成,北周六官制體系中,將其置於金曹和倉曹的聯繫中:金部和

太府同在天官府,倉部和司農同在地官府。 在後來的六部中,民部不僅成為度支部的頭司,而且最

終取代度支成為該部的名稱。 由於尚書諸曹與六卿部門的職權互相牽扯,其中的分合在魏晉時期

就引發了爭議。 北周六官制度的組合,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職事發生牽扯的原因在於,尚
書諸曹本來是對口處理(審查和批覆)中央和地方奏報的權力部門,由於權臣或者皇權鬥爭中夾帶

著臨時性的制度改易,尚書有時不能履職,就發生了權力職官(如尚書諸曹)與任事職官(如諸卿部

門)在職事上的重合與衝突。
總之,《周禮》六官制度,是宇文泰對西魏官制的改造。 它的本質是西魏舊制這個瓶子裝了新

酒。 它真正的改變有兩點,一是改易官名;二是用“六官”的框架把漢魏間發生的制度變化囊括於

其中。 如果說有所創新的話,設置了幾個類似尚書省曹司的官職,如職方中大夫、司門下大夫和司

勳上士之類,隋唐尚書兵部的職方司、尚書刑部的司門司以及尚書吏部的司勳司,都源於此(當然

名稱出自更早的《周官》)。 此外,西魏大統十二年(546)官職改革,繼承和新設了民部、禮部、兵部、
刑部、工部等尚書省五個曹司名稱。 這些名稱被宇文泰六官體制完全繼承下來,構成了隋唐六部制

的基礎。􀃊􀁏􀁓

五、隋唐的整合與完善

隋初官制革新,“廢除周官,還依漢魏”
 

,􀃊􀁏􀁔是三省六部制完成的最後一步。 那麼,隋文帝整頓

官制的初衷是什麼? 除了撥亂反正之外,當然是鞏固皇權。 因為南北朝霸府體制的出現給皇權敲

響了制約的警鐘。 尤其是禪讓得到的皇權,楊堅需要格外精心設計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運行機制,不
能有失。 漢魏以來逐漸形成中的三省體制逐漸被整理成為一個相互制約的完整體系。

仔細研究一下《隋書·高祖紀》所載楊堅在受禪前的政治履歷,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宇文贇崩

駕後,內史上大夫(中書令)鄭譯、御正下大夫(猶後世門下副長官門下侍郎)劉昉“矯詔引高祖入總

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 這是因為鄭譯、劉昉處在內朝決策的位置上,他們是周宣帝的寵臣,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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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權臣。 寵臣的權力依附於皇帝,權臣的權力來源於自身掌握的資源。 御正中大夫(納言或侍中)
顏之儀反對無效,也正是這種原因,顏之儀同樣手無資源。􀃊􀁏􀁕

發喪之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 以正陽宮為丞相府,以鄭譯為長

史,劉昉為司馬,具置僚佐。” 􀃊􀁏􀁖隨即公布了三人輔政小組:以武帝之子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
“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宇文邕另一子秦王贄為上柱國。 “百官總己

以聽於左丞相。” 􀃊􀁏􀁗兩位皇叔、一位外戚。 這樣的安排,足以給世人一個交代。
但是,這樣的安排並不符合劉昉、鄭譯的初衷。 《隋書·李德林傳》記:

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 諸衛既奉敕,並受高祖節

度。 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塚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塚宰。 高祖私問德林曰:
“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 不爾,無以壓眾心。”
及發喪,便即依此。 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 譯、昉由是

不平。􀃊􀁏􀁘

周武帝之弟宇文憲曾任大司馬兼小塚宰,掌握實權,為繼位的周宣帝所忌憚而殞命。 大司馬掌

軍事,小塚宰是天官大塚宰的次官,掌宮中侍衛及財務行政,楊堅任大塚宰不可能躬親細務,小塚宰

就成為實權派。 楊堅拒絕了劉、鄭的意圖,設置了丞相府,這才是官制改革的關鍵,而這正是接受了

李德林的建議。 從曹操到宇文泰、高歡都是大丞相掌朝政。 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楊堅把丞相府分為

左右,且以宗室漢王贊為右丞相,也是在掩蓋其建立霸府(丞相府)的心機。 因為丞相制度下,錄尚

書事之類職位是不需要設置的,設置了也只是丞相的僚佐,故鄭譯是丞相府幕僚的身份帶內史上大

夫(中書令),劉昉更只是丞相府司馬而已。 他們完全沒有獨立決策的權力。
到大定元年(581)二月,禪讓前夕,在隋王府“建台置官” (胡三省於此註云:“設置百官”)。 隋

國的“台”自然是取代朝廷尚書台(即改朝換代)的前奏。 此後的李淵,也是如法炮製,先是丞相府,
進而唐王府,進而稱帝。􀃊􀁏􀁙

總之,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北周(宇文護、楊堅)、隋末(李淵)等權臣,都是以丞相府掌

軍權來掌控朝政的。 因此,楊堅並不需要什麼“錄尚書事”之類的頭銜。 他需要的是,如何解決決

策權與執行權之間的制約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本文的核心問題。 於是,隋文帝總結了歷史的經驗:
以內書省(中書省)草擬詔敕;對接尚書台,同時以侍中(門下省)審核內書省制敕是否合乎規範,這
樣一個制約機制就自然而然建立起來了。 為皇帝看住權力,防止宰輔弄權擅政,這才是三省六部制

度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邏輯。 隋文帝與唐太宗都重視三省之間的制約和協調,於是漢唐間中樞體制

的演變有一個總結。 下面將其發展軌跡做一個簡短的歸納。
隋文帝廢除六官制度,復依漢魏。 可是漢魏的制度並沒有定型為“三省六部”,三省六部制度

是隋朝的綜合與創新;是隋代將形成中的中書出令、門下審查、尚書執行的體制,組織在一個相關聯

的中樞體系中。 那麼為什麼典制史專家杜佑仍然認為隋文帝的措施是“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呢?
因為隋初總結和整理了漢魏以來的變化。

漢魏南北朝時期,三省陸續出現,但其間的關係並不通暢。 隋文帝父子廢除三公輔僚,將其徹

底變成虛銜。 而提高三省長官地位,並捋順其間的關係,使其不僅掌握實權,而且有比較高的品位。
首先是尚書省,東漢到劉宋,尚書省的職官體系已經很完善,到了北魏、北齊,可以說已經真正

的“賦政四海”了,掌管著國家的兵刑錢谷的實務。 隋初制度設計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分別居於正

一品、從二品的位置,儀形端揆,師長百僚,就是取代了以前三公的首出地位。 中書(內史)、門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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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扮演著禁省內職的角色。 中書省在魏晉時期已經是內朝的決策班子。 尚書省與中書省的內外

分工已經形成。 中書省是鳳凰池,尚書省則要躬親實務,根據魏晉官場風氣,後者顯得是苦差。 中

書省成為草擬批答、頒行詔敕的機要之司,這就產生了一個需要,如何監察中書省的工作? 曹魏時

期蔣濟對於孫資、劉放弄權的指責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於是,為平衡中書草詔權,將審定詔敕的權

力單獨分離出來,由皇帝身邊的侍從心腹負責,這一角色就是侍中。
可以這樣說,漢魏兩晉,三省的分工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定型。 但是,還不暢達,還缺乏制度的自

覺,而南北朝時期的權臣當政,更是破壞了這一形成中的制度。 霸府權臣並不是把控“錄尚書事”
的行政權,也不是把控中書省的機要之司,更不是把控侍中奏事皇帝的參政權,而是以霸府機構直

接把控皇帝。 這個機構就是丞相府、進而王府(魏王、宋王、隋王之類)。
由此可以看出,與三省制約機制相反的權力體系,是霸府(丞相、王府)機制。 霸府機制有兩個

明顯的特點,一是軍事權力作為行政權力的基礎。 二是霸府首領有很強的掌控能力。 兩者結合起

來,可以看成是一種類軍政府模式。 這種機制的要求不是制約,而是忠誠;不是監控臣下,而是監控

皇帝。
在霸府過渡到新王朝的時候,都會重新構建其權力制約體系。 在曹魏,是中書監令取代錄尚書

事。 在晉宋,是侍中取代中書省侍從顧問之任。 在北周是滅宇文護之後,削弱大塚宰獨尊的權力。
現在輪到了楊堅,他的丞相府、隋王府曾經是決策與行政的中心。 他受禪登帝位之後,一方面要恢

復華夏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權力制約體系,於是,防範霸府政治模式的三省制應運而生。 唐朝李

淵可以說是對此亦步亦趨。

後　 論

文章的最後,進一步歸納一下本文的主旨。 本文的切口是從探索中樞權力制約機制的角度,探
索路徑是從三省制演變入手。 先是尚書,依次是中書、門下。 三省的具體形成過程以及被霸府(丞

相府)打斷其進一步發展下去的原因,前文已經有詳細的討論。 北周到隋朝統一之後,強化中央集

權統治(所謂“海內一命之官,咸歸吏部”)的同時,如何解決決策權與執行權之間的制約問題,是通

過規範三省之間的分工制約而設計的。
從技術上說,隋煬帝通過殿內(中)省的設立,簡化了門下省的職任,讓門下省從宮官系統獨立

出來,成為一個制約中書省出令、尚書省施行的機構。 煬帝還整齊了六部的職官結構,使得都省與

六部的僕尚丞郎、二十四司郎官的結構更為清晰。 進而唐太宗貞觀之後,通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

頭銜,解決四品官任職宰相的問題。 結合漢魏晉及南北朝實權派官位低的歷史經驗,唐代用“同平

章事”的名目加以制度化。􀃊􀁏􀁚這種做法在於用集體領導來防範宰相專權,同時,又加強三省之間在中

樞決策層面的協調。 但是,這種協調不能妨礙三省之間的制約,相反,皇帝一再強調要重視三省之

間的互相制約,特別是中書、門下兩省的制約。 唐太宗不只一次強調,中書省與門下省,作為機要之

司,要相互為決策出令把關。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

行駁正。 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 比來或護己

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煬

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 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
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 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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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這段叮囑之前數行,司馬光放了一段唐太宗與魏徵關於“忠臣” 與“良臣” 的著名

對話:
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

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 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

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以上兩段對話,《資治通鑒》置於貞觀元年(627)末的前後位置,反映出了司馬光的觀察。 下段

對話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對於保持決策正確的警覺,上一段對話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談到了中書省與

門下省之間的制約問題,重點是門下對於中書出令的制約(當然還包括對於尚書省上呈“奏狀”的

制約)。 這就不僅僅是帝王的覺悟,􀃊􀁐􀁒而是為達到制度約束而進行的技術性設計。 這種制約的內涵

是,中書所出詔令,是否切當合理,門下省應該認真審查,不能怕得罪人。 傳統“中國之治”的權力

制衡理念躍然可見。
需要指出的是,以隋文帝的雄猜,任命內史令,他始終態度謹慎。 從開皇元年(581)楊廣開始,

率多由年輕的王子擔任。 由於內史令的編制有兩員(曾是監、令各一人),初期也有李德林這樣的

文辭之士擔任。 但是,在德林失寵之後,內史令似乎是闕而不授,實際掌權的是內史侍郎,編制是四

人。􀃊􀁐􀁓也就是說,楊堅還是在草詔源頭上把控,而不完全是通過門下來監察。 唐太宗與之不同,嚴格

要求中書門下二省,互相檢察把關。 中書門下的約束就是對制敕的約束,因為“不經鳳閣(中書)鸞

台(門下),何名為敕”! 制敕必須從中書門下發出,乃是“王言”的基本程序。􀃊􀁐􀁔

可是,唐高宗之後,這種制度就發生了變化,即重大政事三省長官議決之後,門下的審核在協商

中就完成了。 從《通典》、《新唐書·百官志》的記載來看,永淳二年(683)底以前,宰相常於門下省

議政,至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當設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 執政事筆的人所在,理應

是宰相議政之所在,這種邏輯說明,政事堂是議決政事之處,那麼決策的審查過程在這裡就已經完

成。 中書、門下議政的程序性、制約性,為工作的便利性安排所沖淡。
在門下政事堂時期,即唐初到唐高宗病重、武則天掌權時期,裴炎作為武則天的親信掌事。 在

中書政事堂時期,從高宗去世裴炎任中書令的永淳二年(683)底(實際上已經是 684 年初了),到張

說為中書令的開元十一年(723),共有 40 年。 此後是政事堂獨立為中書門下時期。 也就是說,政
事堂的兩次大改變都與權臣兼寵臣任中書令有關,一個是武則天垂簾聽政之際的裴炎,一個是唐玄

宗盛唐時期的張說。 這說明,政事堂的工作性質就是圍繞中書令出詔而進行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向

不是加強制約(門下侍中的工作任務即此),而是工作的便利化。
政事堂最初設在門下省的時候,門下省的審查是最後一道程序。 門下審查完成就是決策的完

成(當然這後面還有尚書省在施行環節的詳定制敕)。 這符合強化門下省制約的初衷。 政事堂設

置在中書省,表明在決策程序中,門下省的審查已經形式化,特別是經由中書與門下長官協商後的

決策,只需要中書省出令即可,皇帝批准後,走一下例行的宣奉行而已。 這是第一次改變的意義。
至於政事堂在開元中改為中書門下的時候,設置處理承接事務的專門機構,即堂後諸曹(房),“開

元中(十一年,723 年),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
三曰禮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 􀃊􀁐􀁕於是,中書門下就變成了對接尚書行政

的宰相府了。 三省體制下設計的中書、門下互相制約的功能,就已經嚴重受到削弱了。􀃊􀁐􀁖

幾乎與此同時,尚書省長官左右僕射徹底退出決策階層,這也是在張說身上完成的(僕射不帶

同平章事不是宰相從豆盧欽望已然開始,但是此後僕射多帶同平章事)。 張說被免除中書令之後,

02



左僕射的身份仍在,他不再參與政事堂決策,此後就成為定例,僕射不是宰相。 這種偶然事例,好像

只是人事問題,實際上是制度發展的必然。 既然中書門下的功能合一為宰相機關,尚書省就自然回

歸行政機關的屬性。 至此,我們發現,唐太宗殷切強調的三省互相制約糾錯的機制,在實現了 100

年左右就壽終正寢了。 換言之,三省制度所反映的中樞權力的制約機制,經歷了數百年的探索和演

變,只運行了大約一百年就從技術上廢弛失效了。 從李林甫開始,權臣在唐後期的歷史上並不

少見。
開元前期,玄宗一直掌控著朝政,經常與宰臣討論政務,宰臣換得頻繁,也適應了當時的政務重

點(這個需要另加討論)。 李林甫、楊國忠之所以相繼專權,是因為皇帝不再熱心政務,而內朝又沒

有寵臣參謀決策。 肅宗、代宗時期的宦官以及李泌這種“山人”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內廷謀臣。 代

宗末年出現的“翰林學士”則逐漸正式走向“內相”的角色。 這就標誌著內朝與外朝體制的重新出

現。 憲宗以後,宦官干政成為制度,“四貴”職權體制化。 漢唐間的宰輔制度經歷了一個輪迴,唐人

稱翰林學士為“內相”,所擬詔書為“內命”,以相對於中書所出的“外命”。 於是,自漢以來的內朝

與外朝,以一種新的形式重出政治江湖。 可以這樣說,如果說隋唐時期創設的科舉制度獲得了成功

(延續到清朝),那麼中古時期三省制度所體現的中樞權力相互制約卻遭遇了挫折,但是,這段歷史

探索中的是非成敗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與討論。􀃊􀁐􀁗

①《唐六典》卷九《中書省》,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

書局,2005 年,第 273~274 頁。

②牛津大學教授塞繆爾·E.
 

芬納 《統治史》 (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在卷一用 50 餘頁整章的篇

幅,介紹了漢帝國的體制,但是,基本上是平鋪直敘。

雖然他感到中華集權體制與包括羅馬在內的制度的

差異,但是並沒有突出強調中華體制的獨特意義。

在長篇《概念性序言》中,他列舉了十幾個古老國家,

分為約十種政體,對於中華政體,他開頭就說:“這個

偉大的政體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政體。 它並沒有直

接甚至也沒有從觀念上促進現代歐洲國家的發展。”

如此急促地撇清中國體制對於歐洲的影響很有些奇

怪,可其潛台詞卻是,中國傳統體制與現代歐洲國家

具有可比性。 作為現代國家的拿薪酬的職業官僚與

常備軍中國是發明者,但是,歐洲可以說是“二次發

明者”。 (《統治史》(修訂版)卷一,王震、馬百亮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92 頁。)

③以“錄尚書事”為例。 王素《三省制略論》認為,秦

漢時代是丞相府宰相制,東漢真正的宰相是三公加

“錄(平)尚書事”,三公不加錄尚書事,只能算名譽宰

相。 魏晉時期,更是“凡真宰相,必 ‘錄尚書事’”。

(王素:《三省制略論》第五章,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第 121~122 頁)。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

制度研究》力主三公才是宰相。 尚書台儘管權力在

擴大,東漢魏晉的宰相始終是三公。 他明確對馬端

臨《文獻通考·職官三》 “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

官始為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提出反駁。 (祝總斌:

《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六章,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 121 頁)。 近年修訂出

版的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已經部分改

變了當初的看法,但是,對“錄尚書事”在東漢魏晉南

北朝時期的重要地位、三公的邊緣化仍然保持不變

(見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第一章第 1~ 4

節,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第 1 ~ 93 頁)。 近年有

學者認為“錄尚書事”只是“使職差遣” (見劉嘯《隋

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第 113 頁)。

④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一《百官·台省·歷代

三省》,江蘇揚州:廣陵書社,2022 年,第四冊第 2254

頁下。

⑤比如,霍光領尚書事奏報,是中樞;三公楊敞號稱

宰相,但不是中樞。 僅僅在廢黜昌邑王給皇太后的

上奏中,楊敞排名第一,霍光排名其後而已。

⑥《尚書·堯典》有大麓,後世釋為“大錄(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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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某事之意。 殷商的伊尹、傅說,《宋書·職官志

上》:“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但他們更多

的是智謀之臣。

⑦《史記》卷九十五《灌嬰傳》記,文帝三年,灌嬰曾代

周勃為丞相,及灌嬰卒,張蒼代之。 周勃曾兩次出任

宰相,第一次免相由陳平一人獨相,陳平死後周勃再

次任相。 周勃被免,灌嬰接任。 但是,灌嬰為相,實

際無聞。 在《史記》中與樊噲同傳,以武夫視之。 北

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3220 頁。

⑧《史記》卷九十六《申屠嘉傳》,第 3233 頁。

⑨景帝時,按照竇太后之意,要用竇嬰為相,景帝認

為竇嬰性格輕薄自喜,缺少宰相的持重,故而用衛綰

為相。

⑩《史記》卷九十六《申屠嘉傳》傳末,第 3235 頁。

􀃊􀁉􀁓曹參拒絕漢惠帝通過兒子曹窋的干預,從一個側

面反映了這一點。 見《史記》 卷五十四《曹相國世

家》。

􀃊􀁉􀁔《史記》卷十《孝文帝本紀》,第 523 頁。

􀃊􀁉􀁕《史記》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傳》:“當是時,丞

相(田蚡)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薦人或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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